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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中，論於哲學的創造系統，筆者認定，牟宗三先生的系統當是並世無雙的。但這並不表示，牟先生的創作觀點都是令人信服的。筆者從事中國哲學研究，對於傳統儒釋道三教之學，皆是衷心欽仰，希望將其精蘊深入理解，並進而正確詮釋，而有以助益於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成果。然而，在當代的學術環境中，欲進入傳統，沒有不通過西方哲學以及接受二十世紀的當代中國哲學家的洗禮而能有進一步的成就的。當然，筆者是就在哲學學門裡的學術工作者而言。因此，研究傳統，就意味著接受西方哲學的工作方式，並面對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們既有成果的繼承與發展。

這其中，牟宗三先生的著作無疑是最需要被正式面對且詮釋超越的對象。然而，當筆者愈深入牟學底蘊，愈返回傳統檢證，卻愈加地發現牟先生的中國哲學創作，是創作有餘，卻忠實不足。這就是說，牟先生自發地創造了一套新的哲學系統，且可以說是一套新儒學的當代系統，並同時討論了道佛兩教，並且出入西方哲學亦甚，但卻是，自覺地要建立一套以儒學為究極哲學的中西哲學詮釋體系，做法是，吸收西方哲學以及道佛兩教中的理論模型，用作詮釋儒學之用，且反比對照這些模型在道佛兩教及西方哲學自身中之不足。這就造成，在牟先生討論下的道佛兩教，甚至是儒學系統中的程朱之學，都在他的詮釋之下被扭曲了形象，造成形象的誤解。因此，成為一代哲學家的牟宗三，成就他自己的哲學的同時，卻犧牲了儒家以外，甚至是孔孟、陸王以外的其他中西哲學系統。

如此一來，中國哲學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可以說，牟先生自己的儒學代表了中國哲學在當代的進步，但是，不能擺脫牟先生的影響下的學者們，在他們的道佛哲學甚至西方哲學的理解中，卻是退步的。當然，學西方哲學而真受牟先生影響以致誤了西方哲學者寡，然而，學中國哲學而受牟先生影響以致誤了中國哲學者眾，尤其是道佛兩教之學以及程朱之學。這其中，最受影響的當然還是程朱之學。牟先生程朱詮釋的意見仍然橫掃當代儒學界，能有反思，敢於批評者少，附和其說，甚至以此說批評別人的研究者比比皆是。

而中國哲學界的道佛研究群中，受到牟先生影響者相對較少，這是因為，從事道佛研究也同時進行儒學研究者人數並不多。從事儒學研究者少有能不受牟先生影響，就算不全部接收他的思想，也難以見到反對他的思想者。但從事道佛研究者，畢竟仍有許多研究方法、進路以及典範，可以依據奉行，不在此處高唱牟先生思想也不會受到同儕的排擠，但這在儒學陣營中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尤其是，在台灣的儒學界。就此而言，牟先生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竟是形成了一堵高牆，正在阻礙中國哲學的繼續發展。

筆者對牟宗三先生的研究，先從其儒學詮釋系統開始，並涉及其儒佛會通問題。對牟先生曲解孔孟陸王以外系統的現象，深深不以為然。但是，牟先生學術影響所及，使得他的弟子以及受到他的影響的學者們，難以接受不同意見的批評。為使牟先生哲學研究的成果，獲得清楚準確的定位，筆者遂展開更為地毯式的研究，先從他的《心體與性體》入手，做逐家逐章的研究，再進入道家及佛教的研究，後兩者的研究則以著作史進度為模式。
[bookmark: _GoBack]
筆者發現，牟先生詮釋儒道佛的關鍵問題是，牟先生批評眾家的思路，就是為圓成他孔孟陸王的終極型態，而這個型態，一方面是他擷取自康德、海德格以及道家郭象、佛教天台而來的，一方面又以儒家型態的特色，主張儒學超越康德、海德格以及郭象、天台，然後就在他討論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劉蕺山等系中，他又藉由批評而更強化他的系統。在這個系統的發展中，牟先生前此有《才性與玄理》的道家詮釋基礎，過程中有討論康德及海德格的兩部著作，《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及《現象與物自身》，並同時建立佛學詮釋體系，可以說，他終生的儒釋道哲學的建構，都是以與康德對話為基調，在完成《心體與性體》之後，才展開與佛學的對話，創作《佛性與般若》的同時，稍前是《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同時是《現象與物自身》，因此這兩部中西會通之作，可以說一是對康德的吸收與反省，二是對佛學為主的儒釋道三教的再反思與再創作。此後，則還有《中國哲學十九講》以及《圓善論》和《四因說演講錄》的出版。這後面的三部著作，佛學討論的份量都不少。

筆者認為，牟先生的佛學研究，深度是極深的。但他為了超越西方哲學，為了圓成儒家哲學，為了建立自己的終極哲學，因此對佛學有嚴重的誤解，誤解因問題意識的脫節而致，牟先生脫離了佛學自身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思維，固然深入佛學經典文本的詮釋討論中，卻因問題意識屢在康德與儒家，以及他自己為超越康德而建立的新儒學終極系統，遂將佛學中的問題，委曲以適應於牟先生自己的圓教系統，藉天臺與華嚴後人對圓教別教問題爭辯之詮釋，重新建立解釋系統，在整個中國佛教宗派之爭中，先宗天臺，而抑華嚴，再以儒佛別異之標準，再越天台，而入儒家，終成儒家之圓教哲學。以此來看待他的佛學研究，創造有餘，卻忠實不足。

但是，牟先生畢竟是深入過佛教哲學的，可惜他的佛學在佛教學界卻甚無影響。不過，在儒家學界，對儒家學者了解佛學理論，或對一般非哲學界的學人了解儒釋道三教哲學，卻仍有重大的吸引力。筆者的研究工作，目標在於說明牟先生佛學思路的軌跡，以呈現牟先生建立新儒學體系過程中，如何採摘佛學元素而又揉捏形成一套新佛學的思辨歷程。這個歷程，出滿了牟先生哲學創作的精彩，但無論如何不能作為研究佛學、理解佛學的利器，否則佛學的本貌將受到嚴重的遮蔽，而中國哲學的當代進程便將受到阻礙。筆者認為，把牟先生思辨的歷程清楚呈現，當能免於此一缺陷。也將有助於接受牟先生儒學思想的儒學學者，不致一頭栽進他的佛學詮釋意見中，而以為佛學即是如此。

筆者的討論進程，將首先以牟先生著作史進程為主，再轉進牟先生天台華嚴詮釋之細節。找出他的核心問題意識，及藉由佛學元素所創作的重要理論。至於討論牟先生的天台華嚴詮釋，目標在與牟先生對天台華嚴命題的詮釋進行對談，這一部分將另待它文。

2、 牟宗三先生哲學活動的型態定位

牟先生是要做哲學家的，哲學家多半是遍注群經的，藉遍注群經而創發己說。遍注群經中，必以新的體系標準重新約定傳統哲學的理論意義。新體系的創造力愈強，則對傳統哲學的改造必愈多。改造中有借力發揮，但也有曲解的可能。筆者不從事西方哲學研究，對於牟先生消化康德及海德格哲學是否有所曲解暫不置言，但是，牟先生的道家詮釋，是有為顧及他的終極哲學體系的要求而變造曲解的實際。至於牟先生的佛學詮釋，則是本文及筆者此一系列要研究的主題。筆者認為，牟先生在一大關節處也是有變造曲解佛學的實際。此一大關節，即是佛教世界觀及理論立場中是否必須有保住一切法存在的項目。這就是他在天台華嚴之抉擇，以及以儒學為宗旨、以道佛為旁出、以三教皆言「無限心」與「智的直覺」而有型態之不同的陳述立場。

這些立場的出現，都是因為牟先生要建立終極哲學的態度而必然會有的。可以說，牟先生終其一生都在做哲學耙梳及思辨奮鬥，整個歷程，沒有一刻停息。過去的理論不會一成不變地在後期中呈現，新的歷程中必然帶進新的思想結晶，中西哲學皆為其所用，即便到了人生的晚期，寫《圓善論》講《四因說演講錄》時，都還有新意見的創發。牟先生是要建立新哲學的，讀完了他的哲學可不必再讀其他的哲學了，因為理論的最終極實相已為他所發掘，他也自信地解決了所有的哲學問題。

當然，人類的哲學活動是不可能停止的，哲學的問題是不可能不被再創造的，因此哲學理論的再創造也就不可能停止於牟宗三哲學。牟宗三哲學也沒有被所有的哲學工作者接受，即便是中國哲學領域的學者也是會有反對意見的。

筆者對牟先生哲學的討論，首先是想要吸收他的特長而為己用，這就表現為對他綿密深邃思維的歷練而成為自己的功力，其次是要對被他所詮釋的儒釋道三教哲學之文本意旨做訂正，這就表現為重反三家各系哲學理論的文本詮釋之比對，這裡，就是要反對牟先生哲學創作的最重要的關鍵處。筆者認為，牟先生對宋明儒學家的理論多有曲解及誤判，對道家郭象以外之諸家亦有曲解及誤判，對天台山家以外之天台學及其它佛學體系亦有曲解及誤判。澄清這些曲解誤判，即是筆者要努力的重點。

牟先生可以成就一代新哲學體系典範而建立新儒學，新儒學也可以藉由孔孟陸王之學思元素而凝聚結晶，而談出動態的、實有的、非分別說的、即存有即活動的、圓教的、道德的形上學及基本存有論。但這其中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蕺山的多種批評意見，卻不能視為即是這些儒學家理論的真象，這些工作，筆者已在其他研究中呈現。牟先生對道家的詮釋，僅以郭象之無道體哲學以為道家的本質，建立十分別異於儒學的境界型態形上學，這也不能視為老莊王弼的理論真象。而他的佛學，竟顯為儒學之旁支，且評判的標準，竟為能否保住一切法為結論，正是違反佛教世界觀的理論立場。

牟先生當然是成就了他的創造性哲學，且毫無疑問地位居二十世紀中國人哲學家的第一人，但是創造有餘，卻忠實不足。筆者以文本詮釋的進路重新比對傳統哲學的理論意旨時，便不能不重新為說，再度轉化其學。

3、 牟宗三先生佛學詮釋的型態定位

佛學作為中國哲學的一支，系統龐大意旨深遠，遠非儒道哲學所能企及，此事牟先生深有所知。牟先生卻不因佛學典籍更為浩瀚、理論更為深奧而捨棄研究，相反地，牟先生直入核心，以中土唯識、天台、華嚴三教的盛大著作及教義為攻堅的對象，疏解文本、抉撥意旨、巡弋關鍵、定位宗旨而建立學說。甚至有對當代佛教宗師印順思想的批評之語。當代學人可以不同意牟先生的佛學研究立場，卻不能不承認牟先生亦為一佛學理論大家。研讀他的佛學著作，固然有會陷入他的思想語言問題主張系統中而全被收編之疑慮，卻不能不讚嘆他對佛教哲學問題的意旨疏理之深厚實力。佛學理論在牟宗三先生的筆下，確實功力大進，比起時下佛學研究的重視文獻、比對文句、挑剔概念、爭議大小的研究成果，牟先生的研究才真可謂有哲學思辨的高度與密度。

但是，牟先生的研究卻自始是在他的終極哲學的建構之思路下進行，佛學理論被放在面對康德、面對海德格、面對儒家的脈絡中認識、討論及判斷，這樣一來，佛學本身思路的順暢就被打斷了，佛教內部同宗派爭辯的原意就被重新解讀了，而佛學之所以為佛學的特質及理論立場也被改變了。佛學也成了牟先生為建構他的終極哲學的元素之一，因此而產生的詮釋及批評便有了曲解與誤判之處。

當然，純粹研究佛教思想的學者可以僅以不中理即可不關心牟先生的這些研究成果，但是，關心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哲學研究者，卻不能不正視牟先生這些討論的結果，因為它畢竟是中國哲學在二十世紀的幾大建構型態中最重要的一支。它調整了中國哲學工作者群再度進發的新地基，這個地基的面貌不清楚，中國哲學再進發的路線就非常有爭議了。

以下，筆者將透過牟先生在佛學相關著作中的理論立場，進行陳述，說明他的問題意識與思維脈絡，將他的定見的思路澄清，一方面呈現牟先生佛學研究的成果，二方面提出依據佛教本旨及文本詮釋的研究心得，而表達若干對牟先生理論立場的反對意見。

4、 牟先生佛學研究之相關著作

討論牟先生佛學研究的著作，應以《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佛性與般若》、《中國哲學十九講》、《圓善論》和《四因說演講錄》這六部書為主。其中，《佛性與般若》當然是牟先生直接講佛學且是有系統性計畫寫作的大部頭作品，但其中觀念的開啟、強調、發揮與舖陳，則其它幾部著作都仍有極精要且夠份量的展示，甚至一些畫龍點睛之語就出現在這些其它著作中。

牟先生完成《才性與玄理》及《心體與性體之後》，對中國哲學的掌握以及自己的體系開創，已有沛然不可阻擋之勢，牟先生雖以發揚儒學為終生學術的目標，但他的儒學創作卻不停止於《心體與性體》之作而已。而是要進入道佛，消化西洋哲學，以康德所解決的西方哲學問題為地基，建立終極哲學，這其中，佛學有超越康德哲學的思想要素，便吸收擴充以為己用，這便是《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和《現象與物自身》兩書對佛學討論運用的重點。至於《圓善論》，則又是以康德哲學為地基，高舉儒學旁及道佛的發揮。而《四因說演講錄》，則是消化亞理士多德哲學，而結穴於中國儒釋道三教的發揮。

5、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中的佛學討論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一書成於《心體與性體》之後，《佛性與般若》之前，共22章，儒學一章，卻有兩三章的篇幅專論佛教，可以說是牟先生在《心體與性體》的基礎上，由西方哲學的再反思而開始討論佛教哲學的起點。

本書在中國哲學的討論上，最重要的是針對康德所提「智的直覺」一觀念，提出儒釋道三教皆有智的直覺的理論立場。智的直覺是康德的觀念，康德謂只有上帝有之而人不能有，智的直覺是智及之即呈現之而創造之，康德談知識論問題，設定人類理性的限制，但上帝無此限制。牟先生以為，人類不能有之的話，道德實踐活動即不可能，準此，主張儒釋道三教皆有之。但儒家是以道德意識呈現之且創造之，是智的直覺的正道，道佛兩教雖有卻難說。道家此處不論，佛教部份，以圓教之般若智說之，此說見於19章＜道家與佛教方面的智的直覺＞，但牟先生深知講佛教要講創生是困難的，雖訴諸於般若智，但般若智不負創生之責，於是整個討論轉進入圓教之在天台和華嚴的不同路數中說。且完全站在後期天台對華嚴「別教不圓」及「緣理斷九」兩條思路的立場中解析。

20章談天台，牟先生初步的一些討論立場已於此章中呈現，牟先生以無住本立一切法思路串起天台圓教體系，藉此說讓一切法被保住，前說智的直覺儒家有之且為正解之路，重點在智及之即創造之。至於天台家的圓照之智首先不同於識知，識知及現象不及本體，圓教之般若智在天台家重在「以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即般若，卻立一切法，立一切法即保住萬法。此又轉進入天台性具而華嚴性起之不同處說。性具者具一切法於般若無住智中，經般若智詭譎之作用而全體保住，性起者，一切法依真常心轉生滅法隨緣而起，生滅法隨緣而有，本起於無明，真常心轉無明生滅法為佛智，無生滅即無轉，無轉即無起，起而不必然，萬法不因此而保住。此性具之得依詭譎般若智而立一切法，卻性起不能因無明轉真而保住一切法，兩者差異在此。性具優於性起，天台優於華嚴，關鍵在照顧到萬法之存在保證與否。但無住為本以立萬法的路數是詭譎之路，詭譎才能圓融，詭譎之路是圓教的理論在說明的，圓不圓依表意的方式說，詭譎圓融方能表意，這些就是依天台圓教的理論立場說的。

在此，牟先生又有性惡法門與一念三千兩概念加入討論。性惡法門即關注到生滅法之一切污穢世間的存在性，性具說搭配性惡法門，是牟先生以為天台學能關注現象世界的存在不至灰滅的思路。而一念三千之說亦然，三千之念亦即現象世界的種種世間，一念有三千，雖起於一念無明，但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牟先生即以「一念無明法性心」觀念，定位性具、性惡及三千無明皆法性。但此一念只是佛智之詭譎圓融之智思，因此在天台圓教之說中，現象世界並具保住。

說華嚴緣理斷九是依天台後學之意而說的，華嚴以真常心隨緣不滅而成佛，此時十法界只成就佛身一界而已，餘九界皆為捨離，故謂斷九。斷九即不能保住一切法，此牟先生擇天台捨華嚴之理據。

以上諸說已有種種糾結。筆者以為：牟先生說智的直覺之意旨筆者可以接受，但以之說中國哲學的特色即可，無須以為康德之說有其疏漏，畢竟問題意識不同，系統不同，若不強要建立終極哲學，則尊重康德創說即可。

至於論佛學而以保住萬法為立場以評價天台、華嚴之說，筆者不以為然。此中有成佛問題與萬法創生保住問題的糾結。萬法之存在是宇宙論問題，是菩薩與佛之親證體悟後的言說，並非僅依思辨即可擇優汰劣的。此處，筆者不認為牟先生有真正進入佛教宇宙觀然後轉出其思辨，而是在他的形上學存有論思路中做的判斷。一念三千並不是萬法存在的概念，而是主體執染的概念，牟先生以之說天台之萬法，此於文本詮釋上不準確。成佛是主體完全清淨之工夫論事業，九法界眾生非佛存有者，佛需使九法界眾生皆成佛，但九法界眾生一旦成佛即全是成佛界而非仍在九法界。佛當然不捨九法界，但九法界皆是虛妄世界，不需保住。保住九法界甚至保住三千世界都是不可理解的觀念，都不是佛教的觀念，正是牟先生對天台學的曲解誤判。

佛不斷性惡法門可說為佛不捨離下界眾生而與之親近互動，但不可說為佛欲保住污穢染法。

至於依詭譎圓融之般若智而說圓教以別異華嚴之別教，則是牟先生將天台言於工夫境界論的詭譎命題，混淆於華嚴言於本體宇宙論的形上學命題，工夫境界論語多詭譎誠是其然，但表意上之圓融與形上學理論裏的解析命題不應有高下之別，此處無可比較性，不應比較。

其實，牟先生這些說法本身都非常詭譎。牟先生對佛教哲學的討論可以說是一層詭譎之深又深卻又再跳入另一層詭譎之奧又奧，前面的抽象模糊尚未釐清，後面又再加入更為抽象模糊的理論。

在《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中除了對康德理論的轉化之外，牟先生還討論了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論觀念。但他一如改康德之僅有上帝能行智的直覺為儒釋道皆能由實踐而行智的直覺之說的作法，他認為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論之路走現象學途徑是不能成功的，存有論必究其實，則唯有講實踐的道德的形上學始為可能，這其中儒釋道三教皆有基本存有論，也才是真能講基本存有論，當然，最後還是唯儒家才能澈究其說。

6、 《現象與物自身》中的佛學討論

此書成於《佛性與般若》撰寫期間，主要是講康德的知識論問題，共七章，最後一章主要就在講佛學。本書所提最重要的觀念在「執的存有論」與「無執的存有論」上。以及以無限心說儒家之為主流而道佛為旁支，以及要建立一原型的哲學等。

首先，前書中牟先生已將「智的直覺」說為主體皆有之直覺，以儒釋道之主體有之而非僅依康德之只有上帝有之者。既然人皆可有智的直覺，此即依自由無限心，則康德所立的現象與物自身之分別，在人主體之處，便即有知此物自身之能力矣！知此物自身而立一本體界的存有論，以此而有別於現象界的存有論。此說，配合唯識學的理論，牟先生以為唯識學中的遍計所執性之所執之世界即是現象世界，現象界的存有論即依執而有故為執的存有論，另，牟先生也以此匯通了唯識學的心不相應行法與康德的知識論理論中的範疇學。

至於無執的存有論，以佛家貢獻最多，此即般若智之貢獻處，言其直入實相，即康德之物自身。牟先生對此之討論，首先以自由無限心三教共有，但呈現為道德意識、無為之智與般若心，而以儒家之道德意識為其主軸，因道德意識即欲實現之意志，故意識之即創造之，故儒為正宗。道佛亦有無限心，但意旨不同頗費曲折。儒家的道德心與佛家的真常心皆是同時是道德的亦同時是存有論的，因此牟先生亦斷言絕對的真常心即是絕對的實在論。話雖如此，華嚴系是以真常心做分解地說，既分解即不圓，天台系卻非以真常心說而是以般若智說，般若智乃非分解說，故只有天台系之說為圓融之教，華嚴之說只別不圓，關鍵在緣理斷九成就佛身卻捨離九界。此一大套說法即又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一念無明法性心」及「性具」等天台觀念切入。

牟先生以天台依空宗而提三諦圓融觀，當下依般若智而轉無明識為法性心，即現成之識念而予即般若之智及，只在般若智之作用中成就一切法。並不是如真常心之予一切法以根源的說明，並不是以般若為存有論地生起萬法，而是般若智之不捨不著之作用地具足，是妙用地圓而非存有論地圓。淺白地說，即是天台就現象萬法直接以般若智空慧待之因而圓之，而未如華嚴宗分解地以真常心論究萬法之根源，然有分解即不圓融故非圓滿之教。

牟先生的意思就是天台宗依般若學說現象萬法在「一念無明法性心」中保住了，於是可以說「無住本立一切法」，就是當下一念之清淨而萬法具足之意。但，真要生起一切法卻不能單由般若智入，而須依佛性觀念入，亦即就成佛事業而說的萬法之保住。牟先生所認識的成佛，是以一切眾生得渡為條件，其中有兩義必須具備，「存在之根源」及「存在之必然」。前者依「無明即法性」，此時主體智及之，智及之即具足之，具足之即萬法無論染淨皆含具在中，以此，說明萬法之根源性問題。簡言之，念及之而成立現象界的執的存有論，智及之而成立本體界的存有論，則存有論有可說處，但仍非真成立。真成立要論究必然性問題，至於「存在之必然」問題，則交給天台學所講之即九法界而成佛之說。

但這還是要在性具系統處說起，性具說中，牟先生直接將「一念無明法性心」和「一念三千」說合在一起了解，一念智悟即三千世界為法性，但亦同時具足三千，即具足一切法，即於般若智中性具萬法。故成佛者不犧牲九界而成佛，而是即九法界而成佛，關鍵就在即不即，即者，即煩惱即菩提，即生死即涅槃，即九法界而成佛。牟先生以為此即才是真圓，此圓才是真保住萬法，真保住萬法道德才真有可說，存在的必然性有成佛者之保證才真有存在，有真存在才有真圓，圓教是即一切法之存在皆予保證且皆予點化成善，此方即為圓善。此圓不圓之關鍵就在即不即，此即不即之要點在「無明」、「法性」之當下一體，兩者一體即對一切現象以般若智的作用而提升為本體，故有即煩惱即菩提、即生死即涅槃之立場。

至於華嚴真常心之系統者，牟先生判其不圓，不圓者不盡全一切法。固有成佛者，然其緣理斷九；固有真常心，卻隨緣才起，無緣即無起，即不依據無明緣起即無真常隨起，無起即不具足。只有天台之性具才是具足一切法，天台言一念無明法性心則具足一念三千之法，具則全具，當下即是實相，即予保存。華嚴之性起則只能是隨起，無緣起則不隨起，因而不全起，因而不全具，因而不保住萬法。且華嚴言成佛而捨離下九界，故只為別教之圓，非圓教之圓。圓教之圓者，即一切法而成佛。故牟先生大言說：圓不圓就是即不即的問題，而即不即又是即不即無明而法性的問題，在性具中即法性，在性起中只隨無明而已，故性具為圓，性起為別，言別言其只佛性存有一家圓滿而已。

最後，牟先生又倡無限心三家同有，但有主旁之別。儒家是正盈之教，道佛是旁通偏盈之教。而原型的哲學實是可能，故有聖人也有理想的哲學家，牟先生以孔子為聖人典範，則他自己則是理想的哲學家而創造原型的哲學體系者。

以上牟先生之所說，具見本書。筆者以為，牟先生對華嚴以真常心說世界之起源，與對華嚴成佛概念之理解，有扭曲誤判之處。對天台所言，有過溢之辭。過溢者，溢出天台原意。

依方東美先生說所說之華嚴宗哲學，華嚴宗是說世界是佛身演化的，故有法界緣起之說。法界者佛身、法性之世界。依牟宗三以佛性論為談存在保證之必然性問題而言，佛存在當為佛教哲學第一原理，現象世界無論是十法界無論是三界無論是十八界等等諸說，皆是佛身演化，既然如此，華嚴宗豈不將法的存在必然性予以絕對保證了，且不僅予必然性之保證，甚至還予清淨性的保證。因眾生即本來是佛，而謂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華嚴宗以真常心說法界，是以佛境界說世界，卻正是一標準的本體宇宙論之學。天台宗於般若學進路講三諦圓融、講一念三千、講一念無明法性心，卻講得是工夫論哲學。當然，工夫論哲學預設本體宇宙論哲學、預設存有論形上學，但只有在講工夫論時會有詭譎之辭，詭譎之辭即般若空智的任運，《金剛經》中「佛說佈施，即非佈施，是為佈施」之說，即是詭譎之辭。詭譎之辭不是不肯認一切法，而是於境界上在言說中予以超脫，即現象即本體，故謂一念無明法性心，並非在一念無明處要立一切法，表意之超脫卻仍預設佛教基本理論，因仍預設故亦是落實在本體宇宙論處，故而天台並非不具備如真常心系的本體宇宙論立場。至於其工夫論之諸講說，確實被牟先生上升為存有論的系統，而以為其與直接說存有論的華嚴系統有別。

關於緣理斷九之說，佛之成佛即是主體成佛，不是存在的世界成佛，存在的世界即是現象即是虛妄的即是終究會毀滅的，佛學中從沒有說成佛說到現象世界成佛的話上。至於現象世界或九法界的眾生，佛絕對不捨眾生，華嚴宗亦從未說其捨卻九法界眾生，這是天台後學的無謂攻擊，筆者大膽說，天台後學嚴重混淆佛教哲學問題。他們是拿智者大師講華嚴時只照高山之說來做的文章。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當是華嚴立場也是諸大乘各宗派之共同立場，而成佛當不是在九法界位，成佛當即是一乘成佛，此亦法華經義所指，可以說成佛者不捨一法因而有化身遍在九法界而性具惡法以留惑潤生，但絕不是九法界眾生即是佛身位格，更不是九法界仍是九法界卻因佛之成佛而予保住九法界，法界流轉還滅，國土世界即器世間，此是成住壞空流轉不已，亦生滅不已，豈有保住之需？此說即非佛教立場。原型哲學只是牟先生的個人設想。為此一目的卻改變佛教世界觀立場則已非佛學研究的正解。

7、 《佛性與般若》中的佛學討論
8、 《中國哲學十九講》中的佛學討論
9、 《圓善論》中的佛學討論
10、 《四因說演講錄》中的佛學討論
11、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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